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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力”: 《资本论》的“认识论”*

白 刚

［摘 要］近代西方哲学的 “认识论转向”，并不是表面的 “认识对象”的不同和区
分，而是“认识方式”的不同和区分，也即一种从 “客体性逻辑”到 “主体性逻辑”的
“认识逻辑”的根本转换和“认识主体”的时代凸显。在此基础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
命，必须在“认识论转向”而不是“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才能理解: 它既不同于古典政
治经济学非批判的“抽象实在论”，也不同于古典哲学非批判的 “抽象辩证法”，而是将二
者有机结合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抽象力”。正是借助于 “抽象力”，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才能既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直观抽象”，又超越德国
古典哲学的“思辨抽象”，深入把握和具体分析作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 “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这一独特 “认识对象”。唯此， 《资本论》才能对作为政治经济学 “轴心”的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才能揭开笼罩商品世界的一切 “魔法妖术”和全部
神秘性，最终破解“抽象”之谜，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获得其完全的意义。
［关键词］抽象力 《资本论》 认识论 ［中图分类号］ B0 － 0

学者们从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方面对 《资本论》进行了多维解读，但相对忽视
了认识论的解读。虽然法国的阿尔都塞较早就对 《资本论》进行了 “认识论”解读，但他主要是从
“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解读的，并没有真正揭示出 《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独特性和重大思想史意
义。其实，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曾强调: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
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 马克思，第 8 页) 同时，他又明确指出: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 同上，第 19 页) 因为评论者一方面责备马克思 “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又责备他 “只
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 ( 孔德主义的吗?) ”。( 同上) 实际上，

不仅马克思的同时代人，就是马克思之后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也依然不理解马克思 《资本论》的
认识论，以致列宁专门强调: “辩证法也就是 ( 黑格尔和)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308 页) 在此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对 《资本论》 “方法”的误解，实际上并不是方法
本身出了问题，而是我们对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 《资本论》之 “认识论”产生了误解。而对
《资本论》的认识论的理解，不应从“认识论断裂”的意义上，而必须是在近代哲学 “认识论转向”

的意义上，并从马克思自己所强调的 “抽象力”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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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哲学的 “认识论转向”: 从 “客体性逻辑”到 “主体性逻辑”

表面上看，西方近代哲学在古代哲学追求 “本体”的基础上，实现了 “认识论转向”，也即从
“断言本体”转向了反省对本体的 “认识”，形成了 “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的理论自觉。

但对于这一转向，人们更多的是在哲学“研究对象”不同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即古代哲学研究 “本
体”问题，近代哲学研究“认识”问题，这还只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和把握。而更深层的理解是，这
一转向意味着一种人们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认识方式”的转变，或者说是一种 “认识
逻辑”的深刻区分和转变。实际上，这一转向凸显的是人的主体地位，表现为从 “客体性逻辑”到
“主体性逻辑”的转变，或者说是从 “形式逻辑”到 “思辨逻辑”的转变。正是这一内在的人之主
体地位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才使近代哲学的研究面貌焕然一新了。

虽然作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最早提出 “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近代认识论转向的先河: “从
此哲学用不着到神学那里乞求进行思维的批准，它现在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科学和神学相提并论

了。” ( 海涅，第 56 页) 但真正推动和实现这一转向和变革的还是康德。正是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
康德: “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
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 康德，1997 年，第 9 页) 因此，从古代形而上学
独断论和教条主义迷梦中被惊醒的康德，就是通过对认识对象 ( 现象和物自体) 和认识能力 ( 感性、

知性和理性) 的“划界”开辟出认识论研究的新方向，在现象界保证了人的认识———先天综合判断
的普遍必然有效，在本体界保证了人的信仰和自由———悬搁知识为信仰和自由留下地盘。康德认为，
“通过对理性本身，即人类先天认识能力的批判考察，确定它有哪些先天的即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
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来源、功能、条件、范围和界限，从而确定它能认识什么和不能认识什么，在
这基础上对形而上学的命运和前途作出最终的判决和规定”。( 康德，2004 年，第 2 页) 由此实现了
人为自然立法和人为自己立法的认识论 “哥白尼式革命”。

康德所实现的认识论“哥白尼式革命”的实质就是理性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它使那种用单
纯的、直观的和抽象的思维规定断言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的知性思维方式或知性形而上学成为无效的。

就此，康德的 “认识论转向”确实具有划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在实质而重要的意义上，康德的
“划界”思维，区分的并不仅是认识对象和认识能力，而是凸显了认识主体，学会了尊重人。康德相
信自己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 ( 转引自斯密，第 39 页) ，其目的就在于揭示和
论证人怎样通过“认识”而变为“上帝”———上帝也只是人为了凸显自己的认识能力而创造出来的。

也就是说，在康德的认识论转向这里，认识对象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而是人为选择的结果，也就是

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结果: “我们关于物先天地认识到的只是我们自己放进它里面去的东西”。( 康德，
2004 年，第 16 页) 正是这一能动性的发挥，康德突破了古代独断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束缚，实现了
从“客体性逻辑”到“主体性逻辑”的根本转变。

对此，德国著名诗人海涅称康德的认识论革命是 “砍掉了自然神论头颅的大刀” ( 海涅，第 101

页) 。在此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罗伯斯庇尔只杀死了一个国王和几千个法国人，而康德却处决了
上帝。在康德的认识论革命这里，哲学不仅可以与神学相提并论，而且是在反对神学了。为此，马克
思称康德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而康德之后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之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更一
针见血地指出: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 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
和表述为主体。” ( 黑格尔，第 10 页) 这既是黑格尔“实体即主体”的真实意义和表达，也是近代认
识论转向本质的另一种解释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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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仅仅凸显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还不够，还需在认识形式或认识逻辑上实现根本转变，也即从

“形式逻辑”到“思辨逻辑”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黑格尔居功甚伟。在 《精神现象学》中，

黑格尔具体分析了认识的三种思维形式———表象思维、形式推理和思辨思维。“表象思维的习惯可以
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

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与此相反，另一种思维，即形式推理，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
骄傲”。( 黑格尔，第 40 页) 而这三种思维中黑格尔最看重的，则是同时超越前两种思维的 “思辨思
维”: “在这里，真正值得骄傲的是努力放弃这种自由 ( 指形式推理脱离内容的自由———引者注) ，不
要成为任意调动内容的原则，而把这种自由沉入内容，让内容按照它自己的本性，即按照它自己的自

身而自行运动，并从而考察这种运动”。( 同上) 黑格尔看到了表象思维和形式推理二者分别都走向
了各自的极端: 一个沉浸在材料里不能自拔，一个以脱离材料而自鸣得意。而他要做的，就是让这两
个极端达成和解，也即让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达成和解。而能完成此重任的，就是他所看中和推
崇的让自由沉入内容并按内容的节奏自行运动的 “思辨思维”。所以说，黑格尔思辨思维的 “奥秘在
于能够反映事情本身的真理，揭示的是事情本身在思维形式中的客观真理性问题” ( 孙利天、郭夏) 。

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思辨思维是在认识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解与统一中获得了认识的客观真理性。或者
说，黑格尔是在概念或理论的领域使人的思维获得了客观真理性，这只是达到了精神和自由的概念。

因此，在凸显主体性逻辑的概念领域，黑格尔的思辨思维使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得以最充分彰显和

完成。但在马克思看来: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
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

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4 页) 在此意义上，黑格尔仅在理论领域里去解决这一问题，其结
论必定还是“抽象的”和不彻底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既不是站在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表象思维”的立场上，也不是站在 “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近代哲学的 “形式推理”的
立场上，而是站在实现了认识论转向的德国古典哲学 “思辨思维”的立场上。为此，我们才能理解
恩格斯为什么会强调“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265 页) 。也就是说，要理解和把握《资本论》的认识论，必须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所实现和
达到的德国古典哲学主体性逻辑和思辨思维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守的原则立场和应有高

度。所以，在实质性意义上，“是在前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
在后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则区

别。” ( 孙利天) 而这一原则区别，直接制约和左右着对 《资本论》的认识对象和认识目的以及其认
识论的本质和革命意义的理解和把握。

二、《资本论》的 “认识对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近代西方哲学实现认识论转向之后，由于认识主体的凸显和认识逻辑的转变，认识的对象已不

再是与人无关的作为纯粹的客观性存在的 “自在之物”，而是人的认识能力所能把握到的作为与人发
生一定关系而存在的“为我之物”。正如马克思所言，“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
为我而存在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1 页) ，而与人无关的自然存在实际上也是无。

所以说，在《资本论》这里，其认识对象并不是与人无关的 “客观存在”——— “物质生产资料”本
身，也不是“抽象概念”——— “无人身的理性”本身，而是作为 “为我之物”的商品交换关系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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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
关系和交换关系。” ( 马克思，第 8 页) 在这里，我们既要把 “认识对象”与 “自在对象”区分开
来，更要把《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认识对象区别开来。在此基
础上，我们方能真正理解和把握 《资本论》的独特认识对象及其意义。

实际上，被马克思批评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近代认识论转向之后，

依然主要从经验和实证出发，把感性实在和具体事物当作研究对象，忽视或无视思维规定和思维规律

的存在。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第一手稿的 《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进行了细致的分
析和批判: 认识对象“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
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
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
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
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1 页)

马克思高于经济学家们看到，认识对象表面的客观实在背后，蕴含着诸多支撑其得以客观存在的

具体“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离开了这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关系因素，认识对象也就失去了
其客观实在性，仅仅是一个空洞的抽象。而要把握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又必须揭示出其背后的历
史和社会关系因素。

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认识对象的把握，一方面是从认识的内容和认识的形式二者统一意义上来理

解的，而不是抛开或脱离认识的具体形式，去直接妄断认识的对象; 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是从辩证逻

辑而不是形式逻辑来理解和把握认识对象的: 认识对象不是纯粹形式的，而是具有丰富的社会历史内

容。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从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或存在规律与思维规律相统一的辩证逻辑来研究和把握
认识对象的。基于此，马克思才明确指出，《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就是机器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
相统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论》这里，作为研究和认识对象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与其要分析的 “经济形
式”———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商品的价值形式密切相关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说 《资本论》考察
和研究的对象，虽然是从具体的可感“物”——— “单个商品”入手，但其最终目的决不是认识商品
本身，而是揭示商品平等交换关系背后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即阐明为什么普普通通

的可感觉的“劳动产品”一旦变成“商品”，就会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并充满了 “形而
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反过来让人顶礼膜拜———商品拜物教。( 参见马克思，第 88 页) 可以
说，《资本论》研究的具体对象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 ( 从生产资本到商业资本再到生息资本) 、从
地租到利息和利润再到剩余价值 ( 从剩余价值的生产到实现再到分配) ，无一不是透析和把握这一

“社会关系”的结果。

在《资本论》这里，作为认识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 “生产关系和交换关
系”，体现的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而这一关系仅靠感性直观是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实际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认识对象，并不是普遍、必然、永恒的，而只是与一定的社会
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一种 “生产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自我增殖的所谓 “客观真
理性”，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被实践地建构起来。因此，作为 “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根本看不到或理解不了生产方式的本质，因而独断地认为只有两种生产方式———人
为的和天然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为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天然的，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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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历史上的过渡发展阶段，而是社会生产的最高的和最后的形式，它天然合理、普遍有效、永恒存
在，历史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里 “终结”了。在此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领域里实现了
黑格尔在哲学领域里完成的 “历史的终结”，二者在“抽象”———直观抽象和思辨抽象———对历史作
抽象的和独断的表达的意义上合流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还专门以“价值形式”为例，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 “古典政治
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

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
价值形式看成是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 ( 马克思，第 98 － 99 页)

由此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 “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 ( 同上) 。

马克思发现和揭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虚幻永恒性的 “偏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看不到或不
理解生产方式所蕴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质，也即是以理解物的方式来理解人，因而也就陷入了马

克思批评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困境。

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资本论》的认识对象的独特性，我们还可以借用马克思对黑
格尔体系构成要素的分析来进一步理解: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因素: 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
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因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的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因素是形而上学
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第二个因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第三个因素是形
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因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77 页) 按此说法，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识对象的 “市民社会”就是 “形而上学地改了
装的、脱离人的自然”，作为德国古典哲学认识对象的 “抽象概念”就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
离自然的精神”，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 《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体现的就是 “现实的人和
现实的人类”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通过对作为 “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之
间关系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和批判，最终既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直观抽象
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困境，也超越了德国古典哲学思辨抽象的独断论———非批判的唯心主
义困境。
《资本论》的认识对象之所以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不同，还因为 《资本论》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也与之根本不同。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明确强调: 该书的 “最
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 马克思，第 10 页) 。而这一规律，只有通过具体分析和
把握商品 ( 货币和资本) 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多环节的必然性才能揭示出来，而决不是
直观的、现成的摆在那里仅凭感觉经验就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也就是说，作为 “政治经济学批
判”，《资本论》所要把握和揭示的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决不是经验的真理或感性的确定性，

而是概念的真理或理性的确定性。或者说，《资本论》所要认识和把握的对象及其规律，是 “理性具
体”而不是“感性具体”。诚如黑格尔所言: “哲学并不考察非本质的规定，而只考察本质的规定;

它的要素和内容不是抽象的或非现实的东西，而是现实的东西，自己建立自己的东西，在自身中生活

着的东西，在其概念中实际存在着的东西。” ( 黑格尔，第 30 页)
《资本论》分析和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是为了获得 “本质的规定”和

“现实的东西”，它所要揭示的真理是内涵的逻辑而不是形式的逻辑。这一本质规定性和逻辑，说到
底就是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出建立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抽象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表面自
由平等的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如何走向了实际不自由不平等的掠夺和剥削的 “剩余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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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通过对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体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分析，在古典政治经济学

“劳动一般”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劳动的二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这一“理解政治经
济学的枢纽” ( 马克思，第 55 页) ，破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论证了剩
余价值真实的“可变资本”——— “劳动力”来源及其增殖规律和剥削本质这一 “爆炸性问题”，从
而给了资产阶级及其辩护士永远翻不了身的致命打击。

如果说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劳动价值论”是 “肯定性”的辩证法———非批判的实证主义，那么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是“否定性”的辩证法———批判的实证主义。唯此，《资本论》所揭示
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才成为批判地解决全部问题的 “关键”，并且能 “缩短
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 同上，第 10 页) 。所以，在 《资本论》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抽象实在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抽象思辨论”都无法揭示和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本质及其规律，而只能由《资本论》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抽象力”来完成。

三、《资本论》的 “认识论革命”: 从 “抽象”到 “抽象力”

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区别，不仅在于认识
对象和认识目的，还在于认识方法。而 《资本论》的认识方法，就是马克思自己强调的既区别又联
系于“抽象实在论”和 “抽象思辨论”的 “抽象力”———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在实质性意义
上，《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不在于其 “抽象力”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实在论”———直观
抽象 ( 经验抽象) ，而在于其“抽象力”不同和超越于德国古典哲学的 “抽象”本身———思辨抽象
( 先验抽象)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 同上，第 22 页) 对此，英国新辩证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阿瑟深刻指出: “如果说《资本论》是辩证法
的真正财富，那么这并不是由于某种抽象普遍方法的应用，而是因为物质自身的运动要求相应逻辑范

畴的表达。” ( 阿瑟，第 5 页) 可以说，这就是“抽象力”作为《资本论》的认识论 ( 辩证法) 的实
质所在，也是马克思破解“抽象”之谜之所在。

其实，早在 1845 年春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 ( 恩格斯语) 《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就不仅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 “新世界观”，而且深刻地表达了自己的 “新认识
论”: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 对对象、现实、感性，

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

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发展了，但只是抽
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7 页) 在这里，马克思正是通过批评和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出发的直观地看待认
识对象和唯心主义只是从主体出发的抽象地看待认识对象的各自不同的认识特点和认识方式，来具体

区分和阐释自己从主客体统一出发的实践的、感性活动的“新认识论”的。

如果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还只是从理论层面对其认识论的实质和特点进行阐
释，那么等到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系统研读之后，就开始通过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认识方法的

不同理解的具体比较中来阐释其认识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专门以 “政治经济学的形
而上学”为题，从七个方面对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任意“搬弄”和“套用”作为 “抽象”的黑
格尔的辩证法而导致含混不清的方法进行了批评和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
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 ( 同上，第 222 页) 但实际上

·81· 《哲学研究》2020 年第 3 期



正相反，不是“抽象”———原理和范畴产生了人们现实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
方式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 “抽象”———相应的观念、原理和范畴。

对此，马克思得出结论说: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
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
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20 页) 在这里，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其政治
经济学方法依然受黑格尔 “思辨抽象”统治。

在《1857 － 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通过批评古典政治经济学仅仅从现实事物出发的
“抽象实在论”的认识方法，深入说明了自己具体与抽象统一的认识论: “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

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

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
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

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41 页)

马克思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认识道路——— “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回到具体”。马克思强调
“从具体到抽象”的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而 “从抽象回到具体”

的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因为在他看来，“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
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
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

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 同上，第 42 页)

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再回到具体，表面上看是一种重复和循环，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发展和上

升。在这里，抽象还是那个抽象，但具体已不再是先前那个 “具体”了。正是这一 “具体”与 “抽
象”之间关系的混淆，不但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看不到或不理解 “抽象”的实质和意义———李嘉
图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和 “极不完全的” (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

第 115 页) ，就连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其抽象也 “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
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

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第 30 卷，第 42 页) 他们共同的错误，不在于抽象方法的运用，而在于把思维把握到的具体或
精神上再现的具体，当作了现实中的具体，由此导致 “在这种抽象中，对象所有的具体历史规定性
都被一笔勾销了”。( 参见伊利延科夫，第 214 页) 这才是问题的 “症结”所在。而作为 “抽象力”

的《资本论》的认识论，无非就是要透过本质的 “具体”存在读出 ( 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 “抽
象”的本质。( 参见阿尔都塞，第 5 页)

所以说，《资本论》认识论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实现了 “抽象”的革命。实际上，在马克思看
来: “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 马克思，第 22

页) 在此意义上，现实中的具体只是“移入头脑的东西”，而思维中的具体则是“头脑中改造过的东
西”，而“抽象力”正是把二者区别和联系起来的桥梁。借用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本来 “人体解剖对
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却把关系颠倒了，错把 “猴体”当成了
“人体”。

在《资本论》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里，虽然马克思既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抽象实在
论”，称之为“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反对德国古典哲学的 “抽象辩证法”，称之为 “非批判的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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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义”; 但马克思并未简单地将它们抛弃，而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实在论
与辩证法相统一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抽象力”———批判的实证主义。因此，马克思
自己才特意强调: 只有用 “抽象力”来代替 “显微镜”和 “化学试剂”，才能真正分析和把握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马克思所强调的这个“从具体到抽象”和 “从抽象到具体”相统一的 “抽象力”，实际上就是
《资本论》中“研究的方法”和 “叙述的方法”相统一的辩证法。为此，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
版的跋中，马克思才认可俄国学者考夫曼对自己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的批评: “研究方法是严格的
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 马克思，第 20 页) 在这里，考夫曼不自觉地分别抓
住和揭示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两个方面”，只不过硬性地将二者分割开来了。但在马
克思看来，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一个东西”: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
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
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
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 同上，第 21 － 22 页 ) 这才是 《资本论》的 “抽象
力”———作为“研究的方法”和 “叙述的方法”相统一的辩证法的真实意义，也是马克思 《资本
论》所实现的认识论的革命性变革所在。

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错误，就在于要么用“研究的方法” ( 实在论) 取代“叙述的
方法” ( 抽象论) ，要么用 “叙述的方法”取代 “研究的方法”，从而割裂了二者的联系和统一。而
《资本论》的“抽象力”正是二者有机结合的结果。

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明确指出: “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 ‘逻辑’ ( 大写字母的) ，但他遗留
下《资本论》的逻辑”，我们必须运用这一逻辑来解决实际问题。( 参见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290 页) 列宁甚至因此得出结论: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
《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1 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 !”
(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151 页)

列宁之所以有如此论断，就是因为一方面，他深刻认识到 《资本论》的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在
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的地方马克思看到了人与人的关系，而物与物背后人与人的关系，不仅古典政治

经济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们认识不到———他们 “仍然留在黑暗之中，成为那些只是经济实践的意识
形态概念或经验主义概念的俘虏” ( 阿尔都塞，第 170 页) ，就是那些自诩的所谓 “马克思主义
者”，同样也认识不到; 另一方面，列宁更深刻认识到: “在 《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
证法和认识论 ( 不必要三个词: 它们是同一个东西) 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

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290 页)

列宁明确指出 《资本论》的认识论革命，是奠立在黑格尔的 “抽象”———逻辑学基础上，并
深入发展和推进了其合理性的结果。在马克思这里，作为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 “抽象
力”，已经彻底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抽象实在论”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抽象辩证法”: “抽象
力”既不是思想活动，也不是主观心理现象，更不是单纯思维实践，而是通过现实的生产关系和交
换关系发生和实践的，它已经具有了现实的客观真理性。也就是说，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
学都在一定程度上误解或误用了 “抽象”，它们的 “抽象”只是一种 “‘抽象’的抽象”———自我
抽象 ( 强制的或思辨的) ，而马克思 《资本论》的 “抽象力”却是一种 “‘具体’的抽象”———实
践抽象 ( 现实的和历史的) 。所以说，《资本论》的 “抽象力”已经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 “直
观抽象”和德国古典哲学 “思辨抽象”的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批判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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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其巨大的认识论革命意义，既不在于像古典
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直观地”看待现实，也不在于像黑格尔那样 “抽象地”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运动
形式，而在于通过其综合两者的 “抽象力”，使辩证法由神秘的、时髦的东西变成了引起资产阶级及
其辩护士的恼怒和恐怖的批判和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武器。也正因如此，恩格斯才指出: 《资本
论》的“认识论”使作为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 “轴心”的 “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第一
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正是借助这一作为“抽象力”的认识论，马克思到达了观察资本主义现实
世界和秘密的制高点，得以“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清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2 卷，第 70 页) ，从而揭开了笼罩着商品世界的一切 “魔法妖术”和全部神秘性。

在此意义上，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不是在斯密 《国富论》或康德 “先验论”和黑格尔 “逻
辑学”这里，而是在马克思 《资本论》这里，才得以真正完成并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由此，我们
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列宁特别强调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具有巨大的革命意义: “正是问
题的这一‘方面’ ( 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 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
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列宁全集》第 55 卷，第 308 页)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借用
列宁的说法得出如下结论: “抽象力”就是 《资本论》的认识论———这也不是问题的一个 “方面”，

而是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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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ＲACTS OF MAIN ESSAYS

The Esse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Lenin's Philosophy in His Later Years

Wang Dong

“Our Ｒevolution ( Apropos of N. Sukhanov's Notes)”a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nin's last treatise and political
testament，contains a philosophical summation and the ideological essence of his life's work on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article consists of three main parts. First，it analyzes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unity and diversity of
the socialist road. Second， it demonstrates the special road of Ｒussian socialism，with its characteristic
smallholders. Third，it expounds upon the new way and specialization of“oriental”socialism. It is in this article
that we can find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and philosophical basi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useful for us to study and implemen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Force of Abstraction”: “Epistemology”in Das Kapital

Bai Gang

The“pistemological tur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is not about the superficial distinction of
cognitive objects but rather a fundamental shift of“cognitive logic” from objective to subjective，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cognitive subject”of the zeitgeist. As such，the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in Das
Kapital is comprehensible only in light of this epistemological turn. It is neither the non-critical abstract
realism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nor the non-critical abstract dialectics of classical philosophy，but rather
“the Force of Abstraction”. In virtue of“the Force of Abstraction”，Das Kapital transcends both the intuitive
abstraction of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the speculative abstraction of German classical philosophy，
achieving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que cognitive object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It is
with“the Force of Abstraction”that Das Kapital can provide a scientific explanation of the“axis”of political
economy，namel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unravel the“magic demon”and mysteries of the
world of commodities; and finally solve the mystery of the“abstract”，thereby allowing the epistemological
turn of modern philosophy to gain its full significance．

Oneness and Periodism: Circular Thinking in Early China

Li Wei

The use of circularity as a cognitive schema for interpreting the world was one of the typical modes and
basic strategies of thinking in ancient China. On the one hand，such a circular schema provides a strategy for
world-integration in which differences are eliminated and the world is rendered an indivisible One in a forever-
restarting cycle. On the other hand，the circular schema offers a tactic for ordering the world as a cycle
featuring multiple alterations，in which changes are periodically repeated. Therefore，in virtue of the oneness-
and-circularity theory，the circular rationale supports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view in a strong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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